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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史学建构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史学史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当
代历史解释学（诠释学或阐释学）和传统学揭示出传统在历史解释即历史认识和研究中具有重要
地位和作用，其中，德国历史诠释学家伽达默尔①和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的观点最有影响。伽达默
尔的历史诠释学全面分析了传统在历史解释中的决定作用， 希尔斯则深入论述了传统在人文历
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中国是史学最悠久发达的国家，传统史学有着强大生命力，对中国现代史
学建构产生了全面和重大的影响。因此，他们的理论可以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家“为何”和“如何”继
承传统史学来建构现代史学提供方法论。 学界对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发展已有不同
程度研究②，但较少从此视角展开研究，故撰文加以探讨。

一

当代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重要转向是，强调历史认识和研究的解释（诠释）性。根据历史解
释学的观点，历史认识和研究实为历史解释。历史的解释学性质是由史料解读的阐释性和史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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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历史解释学和传统学揭示出传统在历史解释， 即历史认识和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
作用。以此阐释传统史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传统史学是现代史家历史研究的“前见”，成为他们解释传统史学和建构现代史学的视
域。第二，在现代史学建构中传统史学既是被解释者，又是解释者，传统史学在其中发挥着主
体性作用。第三，道德实践理性和经世致用原则作为传统文化和史学的实质性传统，直接影
响和制约了现代史家阐释传统史学和建构现代史学。第四，传统史学为现代史学建构提供了
丰富的思想资源，显示了传统史学的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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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价值性决定的。首先，史料不会自动呈现历史发展的进程和面貌，这就需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对历史进行阐释。因为，历史研究不能直接面对史实，只能通过史料间接了解史实，而史实，特别是
复杂和宏大史实及其构成的历史进程无法由史料完整呈现出来的，还需要史家合理地联想或想象
才能加以认识。所以说，历史研究和认识实为历史阐释，历史研究的这种特征，“决定了‘历史阐释’
是这一学科的基本存在形式”［1］。其次，历史研究不仅是事实性考辨，还是价值性判断。史家的价值
判断介入事实性考辨便是一种阐释性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显现史实的本质和意义，各种形式的历
史书写是史家再现历史的主要方式，其中既需要史家科学理性的客观描述，又需要史家主观情感
和价值评判的投射。故此，有学者说：“只叙述而不讲道理的史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而是史料
学。”［2］这种说法是对客观主义史学和科学主义史学的片面史学观的否定。总之，无论是从历史本体
论和认识论看，还是从史学价值论看，历史研究都有鲜明的解释性，从解释学角度说，历史学就是
历史解释学。

那么，历史解释的运作机理是什么呢？伽达默尔认为，在历史阐释中史家首先要理解历史（过
去或传统），然后进行解释。在此过程中，传统始终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首先，历史解释的前提和基
础是“前见”（过去和传统）。“视域融合”是伽氏历史解释学的核心思想，他说，只要不断检验所有的
前见，“现在视域就是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被把握的。 这种检验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与过去的照
面，以及对我们由之而来的那种传统的理解。所以，如果没有过去，现在视域就根本不能形成”［3］

（P433）。在传统的支配下，这种融合是经常出现的。视域即理解的视角，在历史解释中，指理解得以进
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视域融合则是解释主体与历史（过去或传统）两个视域融合的过程。“前
见”是此过程开始和完成的前提与基础。而人便是一种历史性存在，伽氏说：“其实历史并不隶属
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3］（P392）因为，在通过反思理解自我之前，人们就以某种方式在所生
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理解了自己。人要理解现在，就离不开所生存的历史，所以，“前见构成了
某个现在的视域”［3］（P433）。他以此批评近代科学理性主义对传统的拒斥，充分肯定了传统在历史解
释中的积极作用，是“为前见和传统恢复名誉”［4］（P92）。其次，在历史解释中传统与解释主体相互作
用，不断形成历史解释；传统既是被解释者，又是解释者。需要指出，伽氏所谓的传统并非近代认
识论意义的客观认识对象，而是内在于主体的。他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
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
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此即“效果历史”。［3］（P424）可见，“效果
历史”既非主观，亦非客观，而是主客交融的过程。有学者说，在历史理解中，现在既被过去规定，
又重新形成未来，历史是不断形成的过程。“效果历史”就是这种内发性的运动。同样的事情对传
统也是适用的。在传统中，过去流入现在的运动与现在传承过去的运动合而为一。传统是过去的
“再现”，也是现在的“创造”。在理解过程中，传统总是不断地重新形成。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就是
效果史的事件”［5］（P189-190）。可见，在历史解释中，传统既是历史解释者，又是被解释者，历史就是传
统与解释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伽氏的历史解释学是本体论解释学，它主要从哲学上阐述了传统
的本体论意义，即传统（过去和历史）就是存在，是过去或历史的现代显现，有着浓厚的存在主义
哲学意味。同时，它也具有认识论的意义，指出在历史认识中传统既是客体又是主体。再者，它还
有方法论的意义，为人们更深入地研究和认识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工具。

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则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对传统作了历史和实证的研究， 开辟了传
统研究的新方向。其代表作《论传统》对传统的内涵、传统与现代化、各种反传统主义及科学、宗教
和文学中的传统等作了深入研究。他对传统的定义比较宽泛，称“传统就是历经延传而持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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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再出现的东西”［6］（P17），它包括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和确立的各种各样的信仰及对这些信仰
的解释。在各种传统中，作为主要思想范型的实质性传统最为重要，“它意味着赞赏过去的成就和
智慧以及深深渗透着传统的制度，并且希望把世传的范型看作是有效指导”［6］（P21-22）。虽然传统，特
别是实质性传统与现在联系密切，然而，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和科学却将其置于对立面。不仅如此，
社会科学也无视传统。但是，它又无法忽略其影响，“社会科学家既避而不谈传统，又求助于‘历史
因素’以避免在理论解释中完全遗漏传统”［6］（P8）。传统对当下有重大影响，一切都“在过去的掌心
中”［6］（P37）。由于当下的事物中有过去的事物，个人的行为深受传统影响，为此，希尔斯提出了“由传
统决定的个人”的要论，指出人的性格和信仰无论如何变化，都是在过去获得和形成的，“从过去
获得的范型不可动摇地主导了个性”［6］（P51）。 他还专门阐述了传统对史学特别是历史编纂的作用，
声称人们关于自身和人类社会的过去形象都是传统，故而，“传统和历史编纂学紧密相连。历史编
纂的任务是确立和完善关于过去的形象，因此，历史编纂创造出作为传统进行延传的关于过去的
形象”［6］（P59）。希尔斯的最终结论是：传统在历史和现实中发挥着积极与重要作用，“传统应该被当
作是有价值生活的必要构成部分”，而不是仅仅被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障碍。［6］（P354）这是对启蒙运
动以来理性与科学肆意否定和贬低传统的做法的有力批判。不过，强调传统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
非要复旧，“复旧注定要失败；传统主义运动注定要失败”［6］（P355）。

由上可见，伽达默尔和希尔斯分别从哲学、社会学和史学的角度阐释和揭示了传统在历史解
释和历史发展中四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传统是历史解释的重要依据和前提，“前见”决定着解释
视域的角度。第二，在历史解释中，传统与解释主体相互作用，并不断形成历史解释；传统既是被
解释者，又是解释者。第三，传统思想模式或文化心理结构，即实质性传统，对历史认识的影响是
最直接和主要的。第四，传统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和巨大价值，而非科学理性主义所说是落后和消
极的。

中国是史学最悠久发达的国家，传统史学有强大生命力，对中国现代史学建构具有全面和巨
大的影响力。中国现代有三大文化思潮：反传统的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
潮。三大思潮对中国现代史家派（类）别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孕育出四大派（类）别史家群体：
一是以胡适、傅斯年、顾颉刚和陈垣等为代表的新考据派史家，他们是反传统主义者，崇尚西方科
学精神和方法，以文献史料考据为任务，以史实考订和史事还原为目标。二是以陈寅恪、柳诒徵和
钱穆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史家，他们肯定传统文化和史学的人文道德精神及现代价值，认为
现代史学发展必须以传统史学为本位，兼融现代科学治史方法，弘扬史学的经世致用精神。三是
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和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他们宣扬史学研究科学性
和革命性的统一，对传统文化和史学既严厉批判，又批判性继承。四是在文化观和史学观上与上
述三派有差异、难以划入三大派的史家，如吕思勉、何炳松、朱谦之和张荫麟等。虽然他们对传统
文化态度不一，在史学观上却多以进化史观和科学史学观看待传统史学的科学性及现代价值，有
不同程度的唯科学主义色彩。下文便运用伽达默尔、希尔斯有关历史解释与传统的理论方法，从
四个方面来阐释传统史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建构中的机理与作用。

二

传统史学构成中国现代史家的“前见”，成为他们解释传统史学和建构现代史学的视域。现代
史家多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05年，清政府才开始新式教育改革，因此，他们在童年和少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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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接受的多是传统文化教育。许多史家从小进入私塾，熟读儒家经典和史学典籍，受过良好的传
统学术熏陶和训练。在潜移默化中，传统文化和史学内化为他们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成为他
们解释传统史学的“前见”，左右着他们建构中国现代史学的理念与实践。

下面以胡适为典型案例来说明该问题，因为，他是现代著名的反传统派、西化论的主要代表。胡
适不仅对传统学术史特别是宋代和清代的学术方法作了科学化阐述，还对其加以继承发展。［7］（P97-117）

究其原因，在于他从小就接受了传统文化尤其是宋明理学的教育。胡适1891年生于上海，其父胡传
为秀才，做过幕僚、清政府官员。他三四岁时随父母去台湾。1895年2月，随母亲返回徽州老家绩溪上
庄村，旋入家塾读书。徽州府是朱子故里。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县，徽州从南宋末至明清形成了遵奉朱
子的新安理学。这对胡适的启蒙教育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其父胡传以程朱理学为指导，为他专门编
纂了启蒙读物《学为人诗》《原学》和《律诗六钞》。对胡适后来形成求实和怀疑的科学精神，起到作用
的是程朱的自然主义宇宙观和格物穷理的科学态度。在家乡九年的学习，所读之书基本是儒家的四
书五经，这对他后来治学产生直接影响，他说：“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
点底子。”［8］（P28-29）在史书方面，他细读了《资治通鉴》，受范缜《神灭论》和反佛教因果说影响而成为无
神论者，“他和司马光的神灭论教我不怕地狱；他的无因果论教我不怕轮回。”［8］（P38）他晚年称自己接
受实用主义可以溯源至十几岁时，那时便有了好怀疑的倾向，特别是对宗教问题存疑，尤为反对迷
信鬼神，“我已经在寻觅一个能解决我怀疑的方法”［9］（P289）。

1904年2月至1908年9月，胡适走出家乡，到中国最近代化的城市上海接受近代新教育。他先
后进入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接受新式小学和中学教育。1908年9月，中国公学发生学潮，
胡适结束中小学的求学生涯。此后，他先后在上海的中国新公学、华童公学等学校做过教师。1910
年7月，他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官费生；8月，从上海乘船赴美国留学，开启了全面接受西方教育的
人生新阶段。20世纪初是中国传统教育向近现代教育转型和发展的初期，学生所接受的教育基本
是中西新旧杂陈的。胡适也不例外。他在上海接受新教育的过程中，还读了不少儒家和道家等方
面的典籍。其中，传统的自然主义哲学和宋明理学的思想方法对他吸收西方科学和哲学思想影响
颇大。关于前者，主要是墨翟的兼爱说与老庄自然色彩的哲学，这使他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
论知识，“很容易的与几个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自然学说联了起来”［10］（P90）。 关于后者， 朱子 《近思
录》、王阳明《传习录》和《正谊堂丛书》的程朱语录等训练了其思想方法。他说，读《近思录》时注意
到“学原于思”，“我后来的思想走上了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去，也正是因为我从十几岁时就那样
十分看重思想的方法了”［8］（P61）。

胡适在两部自传中谈及早年所受儒家，特别是程朱理学教育对其学术成长的影响，表明传统
的自然观、格物穷理、怀疑精神、无神论、反宗教因果说等科学思想对他接受实用主义等西方文化
均发挥了积极作用。易言之，这些科学思想成为他后来接受实用主义等西方近代思想的“前见”
（传统）。不仅如此，这种“前见”还成为他解释传统学术特别是宋学和清学的“前见”。胡适称程朱
理学的“格物致知”有科学方法论的意义，开中国现代学术先河，清代学术则是传统学术科学化发
展的顶峰；宋代和清代学术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被中国现代学术继承，它们与西洋学说构成了中国
现代学术的“两大源头”［11］（P7）。胡伟希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对传统文化在胡适接受和改造
实用主义等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有类似解读，称他在意识层面是“全盘西化论者”，却始终被潜
意识的“中国文化情结”制约，以至在学术实践中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可见，“传统文
化是20世纪中国人的‘宿命’，连‘全盘西化论者’胡适亦如此”。［12］实际上，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
除了生理机能的作用，还受人从小生长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即传统是形成人的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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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力量，由此形成集体无意识之类的潜意识，易言之，传统是潜意识的基本构成要素。而这种
潜意识在学者理解和阐释现代文化时便成为解释学所说的“前见”。总之，胡适早年对传统学术所
形成的“前见”，对他解释传统史学及现代史学的关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

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建构过程中，传统史学既是被解释者，又是解释者，发挥着主体性作用。按
照历史本体解释学的观点，对文本的解读和再创造都是解释，文本和解释都是本体。因此，在中国
现代史家解释传统史学时，传统史学既被他们解释和传承，又制约着他们对现代史学的阐释。在
此建构中，传统史学的各个方面都被现代史家继承和发展，内容涉及历史文化观、史学方法论、史
学编纂理论、史料文献观和史学价值观等。下面以历史文化观和史学方法论为例来说明。

在历史文化观上，传统文化精神、儒家人本主义生命史观和民本思想等得到现代阐释和传承。
在传统文化精神上，陈寅恪始终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3］（P143）的文化立场，把“独立之精神，自由
之思想”［14］（P246）视为传统学术文化的精神。他没有从理论上对此概念和命题的含义作明确解释，而是
通过历史研究，特别是对王国维、柳如是等人物的研究来阐释和彰显这种精神。在他看来，中国文化
长盛不衰的根源就在于学术和文化的独立性，而学术又是民族国家文化的核心，对民族国家的历史
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他认为，最具有这种学术精神的是宋代学术，现代学术复兴，即“宋代学术之
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15］（P277）。他说，要复兴和发展中国现代史学，就必须保持学术的独立地位和文
化的“中体西用”。在儒家人本主义史观上，柳诒徴提出“人本主义历史演化观”，“史之为化，有因有
革。其初因天因地因物，其继因人之性，因人之情，因先觉、因旧习而成史”［16］（P336）。由于传统中国以儒
家道德文化为本位，他认为，中国历史，“其由简而繁或由繁而简者，固由少数圣哲所创垂，要亦经多
数人民所选择……吾之人本主义，即王氏（王国维，引者注）所谓合全国为一道德之团体者。过去之
化若斯，未来之望无既。通万方之略，弘尽性之功，所愿与吾明理之民族共勉之”［16］（P371-372）。在他看来，
这种人本主义精神不仅是中国历史的特征，也是其未来发展路向，并有普遍的世界意义。钱穆把自
己倡导的史学称为“新史学”，其历史观可谓民族文化生命史观。他说，历史本质上是民族文化生命，
文化是国家民族历史的根本所在，历史各方面则是文化的表象，一个国家民族各种样式生活连续的
历史演进便形成了文化，“因此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
就等于没有了生命”［17］（P219-220）。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悠久渊深和有生命力的，“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
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18］（引论，P32）。其民族文化生命史观主要源自
儒家人文主义生命哲学。他终生喜好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说：“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
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自问薄有一得，莫匪宋明儒之所赐。”［19］（序，P2）朱谦之对儒家生命
哲学做出别样的传承。1932年，他发起“现代史学”运动，说：“历史（学）应该阐明从过去而现在而未
来而不断的生命之流，历史应该根据知识线上的进化现象，使我们明白自己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
［20］（P3）在他看来，史学与哲学具有同一性，史学就是哲学，因此，其历史观是儒家唯情主义生命哲学的
史学运用。他说，“我的学就是《周易》的学，———孔圣传来的学”［21］（P101）；“自己的‘惟情哲学’，是一种
历史的产物”，“现在正是中国哲学的综合时代”，即把宋代的宇宙观、明代的人生观和清代的政治哲
学融合为“生命的哲学的时代”［22］（P111）。在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上，郭沫若提出了“人民本位”史观。他
说，从前叙述和批评历史人物与事实，“是以帝王底利益为本位的。今天应以人民为本位”，这样，对
历史的认识便会随之发生变化。［23］（P298）只有坚持这种新史观，才能纠正被歪曲的历史和写出客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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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历史。“人民本位”还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他称自己“批评古人”依据的道理便是“以人民为
本位”，“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24］（P423）他肯定孔子能顺乎春秋时代的变革，因为，“大
体上他是站在人民利益的方面的，他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24］（P75）。可以说，
“人民本位”史观是他用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发展儒家民本思想的产物。

传统史学方法丰富多样，是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各派史家由于文化观和
史学观的差异，对其传承各有侧重。新考据派史家重在发展传统考据学和文献学的方法，文化保
守主义史家则比较全面继承了传统史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其他流派史家所作的传承也颇
有成就。下面，分别选取不同派别的一位史家来说明。傅斯年运用现代科学史学观与方法批判性
发展了传统史学和语言学。不过，他所说的传统史学和语言学实为传统考据学和训诂学，在他看
来，“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的任务就是史料文献的发现、搜集、整理和考释。他声称史学与语言
学密不可分，中国有将史学与语言学结合的悠久历史，西汉司马迁能传信存疑以别史料和排比列
国纪年已有若干近代观念，北宋欧阳修、司马光能研究直接材料和利用无限史料作精审考辨已
“是近代史学的真工夫”；清代语言学和史学更是取得卓越成就，“亭林、百诗这样对付历史学和语
言学，是最近代的”，然而，“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25］（P180-181）他把“保持亭林
百诗的遗训”立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一宗旨，因为，顾炎武（亭林）和阎若璩（百诗）“已经使用最
近代的手段，他们的历史学和语言学都是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物的”，“这种精神在语言学和历史
学里是必要的，也是充足的”。［25］（P184-185）他还积极践行该学术宗旨，借鉴乾嘉经学大师阮元《性命古
训》的研究方法，对“性”和“命”这两个中国古代思想的基本范畴进行辨证，写出《性命古训辨证》
这一思想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他的工作极大推动了传统史学和语言学的现代转型。陈寅恪盛赞宋
代学术尤其是史学：“宋贤史学，今古罕匹”［26］（P148），“中国史学莫盛于宋”［27］（P272）。在他看来，宋代史
学能取得辉煌成就，不仅在于崇气节和黜势利，还有司马光等创立的史料长编考异法。其弟子王
永兴说，“寅恪先生正是用此法治史的”［28］。侯外庐终生“谨守考证辨伪”的治史方法。1943年他出
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确定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三条原则，第二条便是“谨守考证辨伪的
方法”［29］（P109）。1986年，他谈到自己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的八种方法，第六种便是“实事求是，
谨守考证辨伪方法”［30］（自序 ，P17）。他以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传统考证辨伪，使其史学研究富有生命
力，张岂之说：“《中国思想通史》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特别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朴学实证方
法，将此作为从整体上对思想史进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补充。这二者的圆融统一，体现了
作者们高深的国学修养。”［31］（总序，P6）何炳松与梁启超同被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32］（前言 ，P1），在
译介西方新史学理论上贡献卓著。但是，他认为建构中国现代史学需要大力发掘传统史学理论。
其《历史研究法》虽是译介近代德国史家朋汉姆和法国史家郎格罗亚、塞诺波史学方法论的书，却
对传统史学方法高度肯定，称相关著述不仅远早于西方史学，且刘知幾《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
义》，“其议论之宏通及其见解之精审，决不在西洋新史学家之下”［33］（P5）。为了让现代学者更好地学
习和借鉴传统史法，他在书中详列了这方面的著述。

不过，传统史学并不是被动地被认识和继承的，其思维方式和基本问题在现代史学的建构中
发挥着重要的引导和制约作用。中国史学关注的问题不同于西方史学，其历史观念、体系结构、记
述内容、体裁方法和史学价值观等与西方史学均有很大差异，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现代史家
对传统史学的认识和传承。如，尽管各派史家认识传统史学的视角和进路多有不同，但基本囊括
了以下问题：传统历史观和文化观的利弊，中国史学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史学的特点和精神，儒家
和孔子的文化与史学地位，司马迁、刘知幾和章学诚等史家的史学思想与成就，传统史学方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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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宋代和清代史学方法及得失，传统史书体裁与编纂方法，传统文献和史料及其价值，传统经
世致用观等。在传统史学的继承上，受传统史学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影响，他们主要关注儒家
历史文化观、义理与考据及其关系、史书编纂与史书体裁、通史理论与通史编纂、史学经世和文史
关系等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对史学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等西方近现代史家关注的问题鲜少发掘。
当然，这也与传统史学不重视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有关。

四

道德实践理性和经世致用原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史学的思维模式和精神，即中国传统文化
和史学的实质性传统， 它直接影响了现代史家的传统史学认识和现代史学建构。 传统文化强调
“知行合一”，将科学工具理性和道德价值理性合一，是一种道德实践理性文化。在传统文化看来，
真知必须是行之知，真行必须是知之行，没有脱离行的知，也没有脱离知的行。因此，强调“学”与
“术”的合一，主张“学”要能经国济世。这种学术观与古希腊提出并为近现代西方所传承的“主真
不主用”的学术价值观是不同的。在看待两种理性的地位和作用时，以道德价值理性为目的（体），
以科学工具理性为手段（用）。用儒家的话来说便是：“尊德性”是目的，“道问学”是手段。而且，在
传统文化中，“知”主要指以人文世界为对象形成的道德之知，而非以客观世界为对象形成的科学
之知，“知行合一”实为道德之知与行的合一，并非现代科学意义的知行合一。可见，这种实践理性
实质上是道德实践理性。中国传统学术经过长期的演化，到唐代正式确立了经、史、子、集的四部
分类法。这表明传统学术发展到此时已经充分认识到史学在学术中的重要地位，即史学是仅次于
经学的学科。经学和史学的关系及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经学与史学相辅相成，“经以
载道，史以明道”；二是经史同源和经史合一，故说“六经皆史”，明清经学家和史学家对此有深刻
论述。所以说，四部中最能体现传统文化和学术精神的便是经学和史学。因此，中国史学的实质性
传统就是重道德实践理性和讲经世致用，这使其能够长盛不衰。刘家和说，中国史学发达的原因
在于有“既讲究史学的经世致用，又重视史学的求真”［34］的优良传统。

这种实质性传统或显或隐支配着现代史家对传统史学及现代史学建构的阐释。 文化保守主
义史家所受的影响最大，在此无须多论，这里主要分析其他派别史家所受的影响。在其他派别史
家中，对传统史学批判最激烈的是新考据派史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家，不过，他们用以批判的哲学
和方法论却同传统文化和史学有共通性。新考据派史家的方法论以胡适宣扬的实用主义为代表，
该方法虽然以工具理性为主导，但它与英美功利主义哲学渊源颇深，讲求哲学方法的功效，主张
以知识的效用而非与事实相符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标榜“有用即真理”。实用主义能在中国学术
界广泛传播，即在于它和传统实践理性相通。李泽厚说，中国的实用理性与实用主义有相近性，
“即重视真理的实用性、现实性，轻视与现实人生与生活实用无关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抽象和信仰
模式”［35］（P162）。这里说的“实用理性”类似“实践理性”，只是李泽厚更强调其实用性，笔者则认为它
还有鲜明的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则与传统实践理性有更多契合点。马克思说：“全部社
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
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可见，实践就是人的全部社会生活，是人的存在方式。理论的意
义在于能够付诸实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6］（P56、P57）马克
思虽未提出实践理性的概念，然而，其思维方式却是实践理性的。有学者说：“在马克思看来，实践
是哲学的来源与归宿，实践是理性的实践，理性是实践的理性。理性与实践从相互分离走向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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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是使理性与实践产生飞跃的一个基本条件。”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兼具工具理性与价值
理性的性质和功用， 或者说将两者统一起来，“实践理性应该是一个以人类感性实践为基础的广
义的哲学概念，它包括与实践的目的相关的目的理性；与对实践活动的选择和评价相关的价值理
性；与实践的内容、形式和方法手段相关的工具理性、交往理性、人格理性等”。［37］（引言，P3-4）所谓的交
往理性、人格理性都属道德理性范畴。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强调
知识的运用，故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实践理性精神，这集中体现在它主张史学科学性和革
命性的统一，以社会现实和革命需要作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他流派史家的历史文化
观和史学观与新考据派接近，采用西方史学理论改造传统史学时多是“实用理性”取向的。进化史
观自清末民初传入中国，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依然盛行，其他史家大都接受了就是因为它与传统
实践理性有共同语言。用李泽厚的话说，根源就在于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特质，“便是求现实生
存，肯定世俗生活并服务于它的实用理性”［35］（P155）。

可见，现代各派史家历史文化观和史学观的深层结构都与传统文化、史学的实质性传统有内
在关联。只是在文化保守主义史家那里，这种关联是表里如一和内外兼具的。他们倡导“中体西用
论”或“中国文化本位论”，其史学宗旨和主张是：肯定传统文化和史学的人文理性精神与现代价
值，认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要以传统文化和史学为本位，同时吸收现代的科学治史方法。而在
其他三类史家那里，表面上看似对立或相悖，内里则多相通和相近。如，新考据派一方面激烈批评
传统学术和史学的非科学性，一方面又极力发掘和表彰其科学精神和方法，称其甚至可与西方近
现代科学精神和方法相比拟，中国学术和史学的复兴就是新汉学或新考据学的建立。［7］（P97-117）马克
思主义史家在猛烈批判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论时，又将它发展为新经世致用观，使史学紧密服务
于中国革命。［38］

五

传统史学为现代史学建构提供了可资利用的丰富思想资源，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传统历史
文化观、史学方法论、史体思想、通史理论、文史观念和史学价值观等得到传承和发展，为现代史
学建构奠定坚实的基础。易言之，没有传统史学，中国现代史学既不可能建立，也无法得到发展。

新考据派史家以科学理性为本位，大力弘扬宋学和清学的科学方法，使之与现代实证史学对
接，力求为现代史学发展提供更科学的方法。除胡适和傅斯年，顾颉刚和陈垣也做出重要贡献。顾
颉刚是现代疑古史学的领军人物，他创立现代疑古史学主要受益于清代考据学。他说，自己爱好
他们“治学方法的精密”“搜寻证据的勤苦”和“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39］（P43）他曾想写《清
代著述考》，称自己很想追踪清代学者去考订古文籍，“因为他们的工作还不曾完成，而他们的方
法却是够精密的，我们要对得起我们的先民，便不该任它半途而废”［40］（P64）。清代考据学培养了他
考订史料的意识和能力，使他不妄信古书，能考辨出书中伪造和虚构的古史。陈垣是“土法为本、
洋法为鉴”［41］（P118）的大师，在继承和发展传统目录学、校勘学和史讳学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如，他
继承传统目录学的优长，在《四库全书》、佛教史籍和敦煌文献的目录编制上成就斐然。由于在《四
库全书》整理与目录编制上贡献卓著，他被誉为“系统研究《四库全书》的第一人，是四库学的奠基
人”［42］（编者前言，P1）。在校勘学上，他写出《元典章校补释例》（后改名为《校勘学释例》）。他在书中总结
传统校勘学方法，提出“校勘四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43］（P144-148）该书得到学术界高
度赞誉。总之，新考据派史家所做工作为现代实证史学提供了诸多方法论，使之步入繁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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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继承体现了传统实践理性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的融合，这在
他们提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新经世致用观”上有集中反映。这种经世致用观主张史学要
服务于唤醒人民大众参与革命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需要，因此在内容上是新的；然而，它
强烈主张史学要服务于政治、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在形式上与传统史学又有共通性，他们批判继承

“通史家风”，写出一系列中国通史，对宣传和推动中国革命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吕振羽所撰《简明
中国通史》上册于1941年出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最早的一部中国通史著作。他称司马迁

《史记》重视人民生活状况的记载和批评统治者的剥削压迫，为中国通史编纂树立了“家法”［44］（P314）。
他积极评价古代通史著述，如称杜佑的《通典》“可说是其时社会通史的一种编纂”［45］（P427）。范文澜对
《史记》等通史著述颇多称许，“自迁综古今为书”，至梁武帝敕群臣撰《通史》620卷，元魏济阴王晖业
著《科录》270卷，郑樵著《通志》，“皆《史记》之支派”。［46］（P16）他指出，要完成中国通史的研究和写作，就
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到“直通”“旁通”和“会通”。［47］（P266-267）所撰《中国通史简编》是用马克思
主义批判继承“通史家风”的产物。翦伯赞的《中国史纲》是现代中国通史的经典作品。他盛赞司马迁
通史编纂的理论方法和史学地位，称《史记》是汉武帝以前的一部中国通史，他写中国通史是“欲直
追司马迁”［48］（P36）。他说，司马迁著此书“确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的一座不朽的纪念碑”，因为，他创
立了崭新的纪传体方法，用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体裁写历史，“司马迁的不朽，就是因为他开创
了这种前无先例的崭新的历史方法”［49］（P125）。马克思主义史家是最重视写中国通史的现代史家群体，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想借此充分发挥“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

其他派别史家虽主张工具理性的优先性，但对自然科学化的工具理性又有质疑。他们从人文
社会科学意义的工具理性观来看待传统史学的价值，对中国历史文化作了新解读，在传统通史理
论的现代发展和实践上贡献突出。吕思勉著《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为通史写作开一
个新的纪元”［50］（P81）。他借鉴宋末元初史家马端临的史学思想，将传统史书编纂分为“治乱兴亡”和
“典章制度”两类，前者属于“动的史实”，后者属于“静的史实”［51］（P5），两类史实（事）构成传统史书
特别是通史的编纂模式。他认为传统史书的内容偏重政治是错误的，但这种编纂模式又有现代价
值，他的两部通史便是借鉴这种模式写出的。关于《吕著中国通史》上册和下册的撰写，他说，上册
按文化的项目略叙了历代文化的变迁， 下册则依据时代叙述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盛衰大略。［52］（P321）

就是说，上册是借鉴“典章制度”的方法写中国史各方面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文化史），下册则借鉴
“治乱兴亡”的方法写中国几千年的兴衰史。被誉为民国“天才的史学家的”张荫麟以现代史学理
论来阐释传统的文史合一论，提出了“史学兼为科学和艺术”［53］（P935）的重要命题，批判现代史学界
盛行的史学唯科学论。关于中国通史的编纂，他提出选取史事、解读史事和组织史事成系统历史
的五个标准（新异性的、实效的、文化价值的、训诲功用的、现状渊源的标准），以及四个范畴（因果
的范畴；发展的范畴，其中包括三个小范畴：定向的发展、演化的发展、矛盾的发展）。他说，这就是
其“通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纲领”；不过，这些理论方法并非他新创的，只是对传统通史理论的
发展，五个标准“乃是过去一切通史家部分地，不加批评地，甚至不自觉地，却从没有严格地采用
的”，四个范畴“也是过去史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部分使用的”。［54］（自序 ，P3-9）因为弘扬文史合一优良传
统，并将传统和现代通史编纂理论相融通，其著《中国史纲》至今仍是很畅销的中国通史名作。

传统史学对中国现代史学建构的重要意义在文化保守主义史家那里得到最充分的展现，传
统的历史文化观、史学方法、通史编纂理论、文史观念和经世致用论为其新史学建构提供了直接
思想来源。陈寅恪、柳诒徵和钱穆均建构起以文化生命史观为核心、以义理和考据为方法、以经世
致用为精神的文化保守主义史学体系。③他们继承发展传统史学的突出成就，充分彰显了传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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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强大生命力和现代价值。

六

综上所述，基于当代历史解释学和传统学的理论方法，我们从四个层面清楚看到传统史学在
中国现代史学建构中所发挥的全面、持久和巨大的影响与作用。有学者说，传统史学在中国近现
代史学转型中始终保持中心地位，并发挥着主体作用。［55］笔者以为，关于传统史学在中国现代史
学建构和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不同史学流派及史家而言不可一概而论，需要作具体的分析和
评判。在文化保守主义史家那里，传统史学作为实质性传统主导了他们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构，
在此，传统史学无疑占有中心地位和发挥了主体作用。在其他三派史家那里，虽然他们的历史文
化观差异很大，理性价值取向也颇有不同，不过，传统史学主要是作为非实质性传统发挥作用的，
也就是说，它并不占据中心地位和发挥主体作用。但是，不论如何，传统史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建构
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发挥了重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传统史学全都是值得
继承和发展的。传统史学形成于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其研究对象、内容、任务和方法是服务于那
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需要的，特别是封建时代的政治统治需要的。当中国步入近现代社会
后，史学研究的对象、内容、任务和方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只从传统史学中去发掘思想资
源，寻找理论方法，是无法推动中国现代史学的建构和发展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现代各派史家在
积极继承传统史学时，又对它进行了许多批判，考据派史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批判往往还相当
激烈。再者，强调传统史学对中国现代史学建构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并不是否定或贬低西方史学
特别是西方近现代史学对中国现代史学建构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可以说，没有近代以来中国史家
对西方史学特别是其理论方法的不断吸收和利用，便不会有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现
代史学的建构，是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特别是西方近现代史学相互影响和不断融合的产物。只有
辩证、客观和具体看待两者的关系，才能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构和发展有全面的认识。

总之，深入研究和认识该重大问题，对于我们充分发掘和大力弘扬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根
据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时代要求，建设当代中国特色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有着
重大意义。当代世界历史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成就，已经在事实层面说明中西
文化是各具特质和优点的不同类型文化， 我们不能再像近代那样将中国文化视为落后于西方文
化的低级形态文化。故此，作为传统文化重要构件的史学，也并不是落后于西方史学的低级形态
史学，而是有其普遍价值及现代意义。同时，当代中国史学史界乃至人文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和
史学的大量研究，也从学理层面说明与阐释了传统文化和史学的普遍价值及现代意义。所以，很
难想象，不以传统史学为底色、精神和思想来源的中国特色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在理论阐释上可以
成立，在实践建构上能够成功。

注释：
①当代中国学界译介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著述，均将“解释学”译为“诠释学”。笔者为保持全文

表述一致，在引述伽氏思想时，除引文和书名用“诠释（学）”的表述，其余用“解释（学）”的表述。
②主要著述有：瞿林东《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陈其泰《论近

代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扬弃》（《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1期），以及谢贵安《中国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
转型中的中心地位》、胡逢祥《中国史学传统及其近代转型之路》、刘开军《中国近代史家赓续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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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条路径》（三文均载《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一些中国近代学术史和史学史专著对此
问题有一定涉及，此不赘列。
③相关论述参见笔者的3篇论文：《中国学术文化精神的现代诠释与陈寅恪的文化保守主义

史观及史学》（《江淮论坛》2019年第1期），《新儒学视野下中国传统史学的阐释与建构———柳诒徵
的中国传统史学观述评》（《中国史研究》（韩国）2014年第93辑），《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
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河北学刊》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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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s of thinking paths, aesthetic spaces, and lyrical methods. The introduction of Europeanized gram-
mar into new Chinese poetry, especially the extensive use of function words in poetry, has broken
through the metrical thinking and syntactic thinking of traditional poetry. Rhythm-based thinking is a
transformation of metrical thinking, while line-based thinking is an innovation of syntactic thinking. The
aesthetic space of new Chinese poetry extends beyond the traditional rhythmic, hazy and artistic con-
ceptions to include structural, constructive and holistic spaces. The internal hierarchy of the space is
clear and the logic is strict, reflecting the intellectual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Function word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space”of new Chinese poetry. With the linguistic
innovation in new Chinese poetry, especially after function words enter new poetry, two new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lyrical methods of new Chinese poetry: First,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through
logical deduction rather than through reliance on scenery or objects. Second, a departure from restrained
lyrical ethics to emphasize emotions arising from embodied experience. The former broadens intellectual
lyricism, combining emotions and logic, while the latter extends perceptual lyricism, combining physiol-
ogy and emotions.

（6）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
nese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Hermeneutics and Tradition Theory

Xu Guoli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hermeneutics and traditionalism reveal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 in his-
torical interpretation, that is, historical cognition and research. This theory elucidates the vital role of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cross four main aspects:
first,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serves as the “pre-view” of modern historians’ research, shaping their
perspective on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construction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Second, in the con-
struction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is both the interpreter and the interpre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exerting a subjective role. Third, as the substantive tradi-
tion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istoriography, moral practical reason and the principle of practical ap-
plication directly influenced and restricted modern historians to interpret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construct modern historiography. Fourth,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provided a rich thought resour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showcasing its vitality.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s a product of the mutual influence and continuous integration of tradi-
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moder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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